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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疫情防控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 西藏和平

解放前，传染病肆虐，造成西藏广大群众生存维艰。 和平解放后，党和国家为防治各种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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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牛痘、注射各类疫苗等手段预防、治疗传染病。 作为新中国初期民族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西藏传染病防治呈现逐步推进、不断发展的特点，不仅取得良好成效，还产生显著政治社

会影响，增进了在藏工作人员、人民解放军与藏族群众之间的联系，对于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

结、巩固边疆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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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开展的传染病防治工作，不

仅是国家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共产党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集中体现。 西藏历史上各

种疾病大范围流行，藏族群众长期经受天花、霍乱、

鼠疫、伤寒、白喉、百日咳、流行性脑膜炎等传染病威

胁。 旧西藏地方政府的漠视、医疗技术条件落后、卫

生防疫观念缺失等因素造成很多藏族群众因得不到

应有救治而死亡。 西藏和平解放后，为改善藏族群

众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党和国家大力开展疫情防

治，为群众免费治病，努力发展当地医疗卫生事业，

使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保障了西藏人民的生命健

康，在接近和影响群众方面收到显著成效，促进了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目前，学界对清代西藏天花的暴发历史进行的

考察认为“阶层的存在、科学认知及技术手段之不

足，使清代西藏地方的防疫实践经历了曲折与倒

退” ［１］。 对 １９１８ 年江孜大流感开展的研究认为其

造成“西藏人口的急剧下降、加快农牧业生产的倒

退、西藏地方与印度贸易的暂时停顿” ［２］。 也有论

著将西藏传染病防治纳入长时段的医疗卫生事业发

展中考察①。 整体而言，对西藏地方传染病防治的

专门研究较为薄弱，关注时段亦多为近代以前。 对

西藏地方治理的研究，则多为具体专门的政策性成

　 　 ①　 张云主编：《西藏通史·当代卷》（下），北京：中国藏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９７８—９８０ 页；《当代中国的西藏》 （下），北京：当代

中国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４７０—４７４ 页；《西藏自治区概况》，拉萨：西
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５２３—５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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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基于历史维度的整体深入研究较少，尤其是结合

机构、人物、事件、具体实践等开展的研究略显不足，

在梳理和平解放初期中央政府巩固西藏边防、改善

当地民生所做的努力、尝试及其取得的成就和经验

等方面更嫌薄弱①。 鉴于此，本文运用档案、方志、

回忆录、报刊等多种资料，拟从西藏传染病防治展开

考察，将该问题置于和平解放初期统一战线视角下，

结合边疆社会治理展开研究，分析西藏和平解放初

期推行疾病防控的背景，详细介绍党和国家防治传

染病的举措，客观论述传染病防控在改善民生、加强

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为边疆治理、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启示。

一、西藏传染病防控的组织动员与卫生宣传

据西藏各级医疗机构历年统计资料显示，伤寒、

痢疾、白喉、百日咳、水痘、流行性脑膜炎等急性传染

病直至和平解放初期仍在西藏各地广泛流行，炭疽、

斑疹伤寒、脊髓灰质炎等在局部地区危害人民健

康［３］４７１。 面对传染病，旧西藏地方政府往往视作不

见，任其暴发、蔓延，即使防治，方法亦简单粗暴，或

将病人焚烧、活埋，或将患者赶进深山峡谷“派兵把

守山口”，任其困死、饿死［４］２４７ － ２４８。 藏族群众只能默

默承受疾病折磨。 在旧西藏传染病的肆虐，造成死

亡率居高不下，人口长期处于停滞甚至下降状态。

据学者研究，西藏和平解放初期人口因病死亡率达

到约 ２８‰，从 １８ 世纪 ８０ 年代到西藏和平解放“仅

增长 １１ 万人” ［５］１０１、５８。 同时，“城镇人口规模一直较

小，仅拉萨达到上万人规模” ［６］８０。 传染病流行，加

之贵族、头人等剥削压迫沉重，致使农奴大量逃亡。

据统计，波密部分村落逃亡率达 ８０％ ，桑纳村 １９２７

年有 １３０ 户人口，到 １９５２ 年仅剩 ３ 户，逃亡率高达

９７． ６％ ［７］９３。 大量农奴逃亡城镇，造成乡村破败、城

镇社会秩序混乱，当时部分上层有识之士表示，照老

样子下去，不久农奴就会死光，“贵族也活不成，整

个社会就将毁灭” ［８］。 传染病流行给西藏人民生存

环境造成巨大危害，成为民生改善的重要阻碍。

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地区卫生事业受到国

家重视。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７ 日至 ９ 日第一届全国卫生

会议召开，会议确立“预防为主”等卫生方针，提出

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卫生事业的政策措施。 １９５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至 ３０ 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全

国民族卫生工作会议”，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

建立卫生机构，配备并培养少数民族卫生专业技术

干部，提出把防治少数民族地区的性病、疟疾和开展

妇幼卫生作为民族卫生工作的中心任务。 面对西藏

特殊的政治和疫情防治形势，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当

地医疗卫生工作。 人民解放军进藏前，毛泽东曾交

代张经武入藏后以“统一战线，看病，做买卖”为三

大任务，将医疗卫生工作置于重要地位［９］。 为帮助

藏族同胞防病治病，人民解放军和国家卫生部选派

大批医务人员组成西北、西南、班禅医疗队随军进

藏。 全国民族卫生工作会议后，国家卫生部抽调医

学院毕业生和有经验的医务人员，先后组成“昌都

地区民族卫生工作大队”“赴藏卫生工作队”等奔赴

西藏。 针对进藏初期各项工作难以开展的状况，

“西藏工委向西藏上层人士提出办学校及其他事

业，他们均表示反对，唯有办医院首先得到他们同

意” ［１０］１４１。 １９５２ 年 ４ 月，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

针》指示“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

数，耐心教育）等好事” ［１１］７０。 在这种背景下，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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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委和人民解放军大力发展卫生事业，开展传染病

防治工作。

（一）积极推动医疗机构和队伍建设

和平解放前西藏医疗卫生发展滞后，技术条件

落后，严重制约传染病防治。 据统计，和平解放前西

藏只有三所官办医疗机构， 医务人员不过 ４００

人［４］２４７。 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积极帮助西藏建立

现代医疗防疫机构，引进先进设施。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成

立拉萨市人民医院，后陆续在昌都、日喀则、丁青、波

密、江孜、那曲等地建立医疗机构，到 １９５９ 年国庆前

后，全区已建立“综合性医院 ３ 所、县级卫生院 ８ 所、

区级卫生所 １３ 所” ［１２］，各类卫生机构 ６２ 个（见表

１）。 民主改革后，各专区组建县级医疗单位，为解

决交通不便、缩小服务半径，甚至在部分地方设立乡

镇医疗机构。 拉萨市藏医院抽调医生到米林、林芝、

江达、墨竹工卡、林周、当雄、尼木、达孜、曲水、堆龙

德庆等地开设藏医诊所［１３］５。 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正式成

立西藏第一个专门的卫生防疫机构———“西藏卫生

防疫站”，开展“土门矿区的流感和拉萨市冬春季传

染病防治” ［１０］１３。 为保障医疗卫生工作的开展，中央

还为西藏配备先进医疗设备。 １９５４ 年国家卫生部

拨出 ５ 万元由药政司协助阿里地区医疗队采购当时

国内最先进的药品器械。 此外，国家还援助拉萨市

人民医院盖起新病房、安装新病床，创设内、外、妇

产、小儿、五官、口腔、皮花、化验等科室，配备“大型

的 Ｘ 光机、心电图、心冲击图、超声波，基础代谢测

定机以及外科手术与检验科各种器材、仪器” ［１４］。

同时，支援、培训人员，帮助西藏组建医疗队伍。 自

１９５１ 年中央选调医务人员组建医疗队随军进藏开

始，到 １９５４ 年，中央派往西藏医疗人员达 ３００ 余

人［１５］。 拉萨、日喀则、那曲等地医务人员大都由中

央政府配备，医疗机构医生皆是来自其他兄弟省市

的汉族卫生人员。 在组织卫生工作队赴藏开展医疗

救助的同时，中央还通过举办训练班等形式帮助培

训卫生人员，截止到 １９５９ 年，仅昌都地区就“培养了

民族卫生干部 ３３８ 人”；另外，中央还委托北京、四

川雅安等地卫生学校为西藏培养中级藏族卫生人

员［１２］。 在中央的特殊关怀下，到 １９６５ 年，西藏卫生

机构、医疗人员等获得大幅增长（见表 １）。

表 １： 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卫生机构、人员、床位、

　 　 　 　 　 　 　 　 卫生事业费对比表

年份
机构

（个）
人员

（人）
床位

（张）
卫生事业经费

（万元）

和平解放前 ３ ４００

１９５９ 年 ６２ ７９１ ４８０ ２２０

１９６５ 年 １９３ ２９４７ １６３１ ９６９

　 　 资料来源：《西藏自治区概况》编写组编：《西藏自治区

概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５２７ 页；西藏自

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 纪

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专辑》，北京：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版，第 ２４７ － ２４９ 页等。

（二）大力开展巡回医疗

根据 １９５１ 年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会议《关于

建立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工作的决定》，少数

民族地区要逐步建立医疗卫生机构，实践中采取在

条件尚未成熟地方辅以机动的巡回医疗队和疫病防

治队的变通办法。 西藏和平解放前医药资源紧张，

地域分布不均，广大农村等偏僻地区缺医少药。 为

解决群众就医，国家卫生部门多次组建医疗队，为城

郊和偏远乡镇群众预防治疗疾病。 １９５２—１９５８ 年，

卫生部曾组织医疗队以巡回医疗方式在墨竹工卡县

开展疾病防治工作［１６］。 １９５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中央派

遣的民族卫生工作队三中队到达类乌齐县，开展为

期两个月的巡回医疗，送医送药上门，免费诊治

３６９３ 人次［１７］２３５。 仅 １９５３ 年就治疗官员和群众

１６ ０００ 多人［１８］。 和平解放初，十八军医务人员也在

广大农牧区开展上门送医送药活动。 针对当时的宁

静宗、盐井宗医疗人员少、看病困难的状况，昌都地

区解放委员会将中央民族卫生大队的医务人员派往

两地，与解放军共同组建医疗小分队，以“巡回医疗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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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开设门诊等形式” 为农牧群众防病治病［１９］２４７。

１９５４ 年，帕里、泽当、珞瑜、塔布、工布、边坝、嘉黎等

重要地区设立医疗小组， 几年间 “共巡视治疗

４４ ８７８ 人次”，截止到 １９５９ 年下半年，全区共组织

大、小巡回医疗队 ７６ 个，８ 年来治疗病人“２８２ 万多

人次” ［１２］。 在修建当雄机场时，解放军医院还为各

大队设立医务所，派出巡回医疗队“随时到工地给

民工们治病” ［２０］。 在修筑康藏公路时，军区卫生处

调配医务人员深入各工区为全线民工开展防病治

病，５ 个月“共初诊 １０ ６１９ 人次，复诊 １４５３ 人次，治

愈 ７３２４ 人” ［２１］１９３。

（三）广泛进行医疗卫生防疫知识宣传

受宗教文化和传统观念影响，旧西藏群众缺乏

现代医疗问诊和防疫观念，有病求神打卦问卜、求助

巫医神汉现象极其普遍，除了念经，还迷信各种巫术

和“神药”。 和平解放后，驻藏各机关积极开展卫生

宣传，传播医疗知识和防疫观念。 解放军进驻西藏

后颁布《公共卫生暂行管理条例》，要求利用广播、

报刊等媒介，向居民普及“以讲卫生为光荣、不讲卫

生为耻辱”观念，“宣传防病健身的小知识，移风易

俗，减少传染病，提高城镇居民的卫生意识”，清除

城镇垃圾，保护人民免于疾病传染［１３］２３０ － ２３１。 为扩

大影响、强化宣传效果，中央统战部要求医务人员经

常给寺院僧侣和上层人士诊治疾病。 为遏制传染病

扩散，医务人员给群众治病时，讲解卫生知识，放映

“种痘”“蛔虫”等幻灯片开展教育［２２］。 据统计，民

主改革前医务人员利用医院门诊教育、有线广播、节

日展览等不同形式，组织卫生讲习会、群众大会，探

视病人、为小学生上卫生课，共约 ８０００ 余次，参加听

众“达 ３００ 余万人次之多” ［１２］。 民主改革后，各地除

通过医院、医务所等机构开展卫生展览，还利用“爱

国卫生运动”进行卫生宣传。 为防止流行病传播，

昌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和中心工作相结合，要求人民医院“加强防止流行

病的宣传教育”，编印发放防病传单，组织人员深入

各县防治疾病；利用放映电影、群众集会等形式，向

群众宣传预防疾病［２３］。 拉萨市利用“爱国卫生运

动”等推动医疗卫生工作。 １９６３ 年，拉萨市政府发

布《关于 １９６２ 年各县卫生院工作的几点意见》，要

求各县“对干部进行肝炎预防投药”，规定各县根据

情况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有重点地推进卫生

知识、妇幼卫生保健的教育，结合地区实际和季节

“宣传各种传染病、多发病防治知识” ［２４］。 除开展群

众卫生宣传和疾病防治外，波密办事处卫生机构还

努力消除医疗事故造成的不良影响［２５］，提高居民医

疗问诊意识。

二、西藏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

除组建医疗防疫机构和队伍、派遣医疗组开展

巡回医疗、宣传疾病预防知识等举措外，党和国家还

针对传染病的不同特性，因症施策、因地制宜，积极

利用接种牛痘、注射疫苗、熬制汤药等手段，开展天

花、流行性感冒、麻疹等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努力

控制流行病多发状况。

（一）天花预防

天花是西藏长期流行的烈性传染病。 过去藏族

群众无力种痘预防，每遇天花流行，都会造成大量人

员死亡。 １８５０—１９５１ 年，西藏大规模流行天花 ４

次；１９２５ 年天花流行，拉萨死亡 ７０００ 余人［４］２５８。 面

对这些“大瘟疫”，门孜康等传统医疗机构无可奈

何。 和平解放后，解放军和西藏工委实行防治结合

措施，通过广泛开展种痘预防天花。 除在拉萨、日喀

则、昌都三个中心治疗区设立牛痘点外，还组织医务

人员深入宗（谿） “普遍为群众接种牛痘” ［３］４７１。 拉

萨、昌都、日喀则多采取以门诊为主、巡回为辅方式；

塔工、江孜、亚东、黑河、阿里等农牧区主要“派出医

疗队巡诊”接种牛痘，据统计，１９５３—１９５９ 年西藏全

区接种牛痘 ３４８ ７６７ 人［１０］１３ － １４［１３］１９９。 １９５１ 年天花

暴发前，解放军将牛痘苗运到昌都，医务人员走上街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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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为藏族儿童们免费施种牛痘”，医生给小学生种

痘前，专门召开座谈会向家长讲解“种牛痘的好处

和卫生科学常识” ［２１］７５、９２。 １９５３ 年春，波密曲宗流

行天花，医务人员一边积极抢救，一边为疫区患者接

种，使天花得到控制［２６］５４３。 同年，拉萨、江孜、昌都、

丁青等地接种 ４６ ６１３ 人，群众占 ９５． ７５％ ［１３］１２８。 为

预防天花流行，１９５７ 年拉萨市人民医院派出医疗小

组在市内种痘，几天内僧人接种 １０００ 多人［２７］。 拉

萨卫生机构于 １９６０—１９６２ 年利用门诊、广场巡诊等

方式帮助市民种痘。 日喀则人民医院时常派出医疗

队同放、收农贷的工作组一起到农村巡回诊疗，几年

内接种 ７０ １００ 多人［２８］。 １９６４ 年聂拉木流行从国外

传入的天花，为保障群众安全，自治区筹委会卫生处

要求定日县普种牛痘，医务人员到各区逐村开展接

种［１０］２４１。 此外，山南、亚东等地卫生院也抽调医务

人员深入各村种痘［２９］。

（二）伤寒、流感和麻疹的诊治

流感、伤寒和麻疹是西藏过去流行的急性传染

病。 １９３４ 年和 １９３７ 年两次伤寒流行，拉萨郊区死

亡 ５８００ 余人，其中 １９３４ 年死亡 ２８００ 余人，１９３７ 年

死亡 ２０００ 余人［７］９３。 和平解放后，西藏各地医疗机

构对上述传染病实施重点监控，通过注射疫苗、熬制

汤药等方式防治。 为预防伤寒、副伤寒，拉萨人民医

院派遣巡回医疗组深入市郊区各机关、农场，为各族

职工进行“伤寒及副伤寒的防疫注射” ［３０］。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拉萨流感流行，藏医院组织医生和学员宣传防

疫知识，准备预防流感的“催汤”给看病者、机关人

员、市民饮用，数量达 ７７９０ 人，遏制住了流感蔓

延［３１］。 针对麻疹，各地结合实际积极防控。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面对噶尔雅萨数十名麻疹患者，中共阿里

分工委卫生所组织医务人员，首次给各机关和居

住集中的藏族群众接种 “四联疫苗” ［３２］６６３ － ６６４。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到 ４ 月，日喀则城区、拉萨、亚东等地

流行麻疹，自治区筹委会卫生处组织 ３ 个巡回医

疗组扑灭疫情［１３］４１０。 自治区筹委会宗教事务委员

会还和拉萨市人民医院组织医疗小组，深入色拉

寺、打隆扎寺等地开展巡回防治。 拉萨市人民医

院临时组成的市内诊疗巡回队，“带上药品和医疗

器械”到各机关单位看病，几天内为西藏地方干部

学校、公安学校、秦剧团等单位诊疗 １５００ 多人次，

治疗麻疹 ４０ 人、流感上千人，使患者比例大幅减

少［３３］ 。 面对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麻疹蔓延，医疗组

采取分散治疗护理、每天定时定量喝中药验方配置

的“麻疹防治汤”，对寺院实施消毒灭菌、彻底清扫等，

控制疫情传播［１０］２０４ － ２０５。 亚东卫生所于 １９５７ 年组织

防治工作队，深入各地开展麻疹病的防治和宣传，积

极向农牧民普及“麻疹患者消毒、隔离等常识和护理

知识” ［３４］。 随着防治经验的积累，１９６４ 年麻疹再次

流行于噶尔时，专区人民医院很快制止疫情进一步

扩散；面对频发的流感、伤寒，专区卫生院牵头组织

为农牧民注射伤寒副伤寒混合疫苗［３２］５６２ － ５６３。

（三）麻风病、性病的治疗

麻风病和性病是危害藏族群众的重要慢性传染

病。 据调查，旧西藏地方政府的长期放任政策，使和

平解放初期的麻风病人有的处于“急性期”，有些处

于 “ 手 足 致 残 的 后 遗 症 期 ”， 具 备 很 强 感 染

性［４］２５３ － ２５４。 这些人混杂在普通健康人群中，给疾病

防控造成巨大隐患。 为防止麻风病传播，医疗防疫

人员一方面积极治疗患者，另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

建立麻风病院 （村），进行隔离防控、集中治疗。

１９５９ 年 １１ 月，林芝县在晒龙沟设立麻风村，“政府

供给马匹、耕牛、帐篷等”，组织患者生产自给［１０］１５。

拉萨市人民政府重视麻风病患者的隔离等工作，不

仅建议市文教局对流散市区的病患者保持戒备［３５］，

还设立“江曲医院”集中收治患者，组织专业人员广

泛开展麻风病调查［１３］１４９。 宁静县（今芒康县）卫生

防疫部门于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对麻风病人开展摸

底调查，治疗患者、推进防治宣传［１９］２５４ － ２５５。 梅毒、

淋病等性病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十分常见，尤其是拉

萨街头和一些人口集中的村镇。 “检查一千个藏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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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有七百个有康氏阳性反应” ［３６］，康氏阳性的，“既

有五六十岁的老人、青壮年，也有十几岁的小孩，有

商人官员，也有藏军士兵” ［１０］１６５。 街上经常可见手

致残、五官腐烂患者蹒跚于人群中。 和平解放后，随

军医务人员和各地卫生所积极开展普查普治。 １９５５

年，类乌齐县卫生所先后组织 ７ 个医疗小组下乡巡

回医疗 ９ 次，免费为藏族同胞防病治病 １８ ２４０ 人

次，治愈梅毒 ２２ 人［１７］２４１。 拉萨市人民医院等机构

还为患者注射青霉素，使性病得到控制，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长期在西藏泛滥的性病很少见于门诊

病例”。［３］４７４

（四）预防治疗其他疾病

针对长期流行的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党

和国家因症施策，采用病院隔离、注射疫苗、开展

卫生建设等方法防控。 青藏地区是我国重要的鼠

疫源地。 西藏鼠疫很早就以“其仁（其耐）”见于记

载。 １９０１—１９５１ 年西藏发生鼠疫 ７２ 起，发病 ７５０

人，死亡 ６３１ 人，病死率在 ８０％ 以上［３７］ 。 针对鼠

疫，人民政府经过大量调查并掌握其流行主要原

因后，采取疫源地灭獭、灭鼠、灭蚤，开展鼠疫疫苗

接种等办法防控。 面对霍乱，各地卫生部门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加强“霍乱疫苗的预防注射”，防

止再现霍乱病例［１０］１４。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另一

种烈性传染病，在西藏历史上时常暴发，仅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４ 年就有 ３ 次，死亡人数上百人［１３］１３５。 对之，医

务人员主要采取重点监控，视病原菌类用药。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阿里地区噶尔昆萨突发流行性脑脊

椎炎，专区人民医院迅速组织人员奔赴疫区防治

疫情，故未造成人员伤亡［３２］５６３。 至于其他疾病也

多采取注射疫苗和重点防控结合的办法。 针对一

般肠胃病、感冒等，波密医务人员主要通过在全县

全面推广西医解决［２６］５４８。 此外，中共西藏工委还

建立拉萨血清厂，生产部分疫苗，开展对相关疾病

的研究［３８］ 。

三、西藏传染病的防控效果与成就

和平解放后各项防控疫情举措实施，使西藏各

地传染病得到遏制，过去那种无视传染病防治导致

的社会危机得以消除，藏族群众的生存环境得到改

善。 具体而言，各种长期流行传染病的遏制，保障了

西藏居民的生存与生活，很多人逐步改变过去的不

良习惯，建立起现代医疗卫生观念，人民解放军和医

疗人员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汉藏之间、军民之间的

联系进一步增强，巩固了反帝爱国人民民族统一战

线，促进了边疆社会稳定。

（一）传染病的遏制，保障了藏族群众的生命和

财产安全，促进了社会稳定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医疗人员采取门诊和

巡回治疗、开展卫生宣传、组织人员普种牛痘和注射

霍乱疫苗等防治结合举措，迅速控制住天花、霍乱等

烈性传染病的泛滥；地、区、乡医疗机构建立后，除及

时收治病人和对疫源地消毒外，还为群众注射“百

日破”、三联菌苗、四联菌苗、斑疹伤寒菌苗等，控制

急性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 以拉萨市区为例，仅

１９６０—１９６２ 年上半年门诊接待量就达到 ６５ 万余

人，巡回医疗 １３ 万多人（见表 ２）。 １９５３—１９５８ 年

底，“全区共种牛痘 ３４８ ７６７ 人次，其中藏族占 ９０％

以上，霍乱伤寒混合疫苗注射 ４５３６ 人，其中藏族占

２４． ５４％ ，白喉类病毒等也有注射” ［１２］。 截止到

１９６５ 年，“全区半数以上的人已接种牛痘”，西藏“再

未发现天花病例” ［１３］１２８。 霍乱等长期流行的烈性传

染病也被消除，鼠疫、伤寒、流感、麻风病等得到控

制。 西藏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从和平解放初的

２８‰降低至 １９６５ 年 ５． １５‰［５］１０２。 西藏总人口稳步

上升，推动城镇规模的扩大、公共机构的设立和基础

设施的改善，“不仅为社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劳动

力，也扩大了社会生活需求，促进了城镇经济发展和

市场繁荣” ［６］８６ － ８７。 历史上人口一直呈下降趋势的

类乌齐县，在（和平）解放后六七年间“人口增长 １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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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增长率为 １. ３％ ” ［１７］２５３ － ２５４。 很多长期逃亡者

逐渐返回家园，生产恢复，经济发展。 为预防疫病传

播在藏北牧区采取的控制家畜疫病举措，使牛瘟、牛

痘、口蹄疫等疾病得到控制［３９］，保护了藏族群众的

财产安全，推动了西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表 ２： １９６０—１９６２ 年上半年拉萨门诊和广场接种统计表

项目

年度
门诊人数 住院人数 巡回医疗

预防接种

牛痘 流行病伤寒 胎盘球蛋白

１９６０ 年 ４５１ ８００ ０ ７６ ４２１ １６ ４３６ ０ ０

１９６１ 年 １１６ ５６３ ０ ６０ １８４ １６ １６３ ０ ０

１９６２ 年 ９９ ９１１ １７９ ２７３４ ８９４３ ３１３ ６０

资料来源：《关于 １９６２ 年文教卫生工作、民办教员等总结、报告》，拉萨市档案馆藏，全宗：Ｂ１ － ２ － ６０。

　 　 （二）逐步改变长期的不良习惯，现代医疗卫生

观念初步形成

和平解放前，受宗教影响、医务人员和医疗资

源匮乏等因素的制约，藏族群众遇到疾病或硬拖，

或求神拜佛，普通民众请僧人念经禳灾治疗，小孩

儿多请男女儿童“高唱佛歌”祛除病魔［４０］ ，现代医

疗常识缺乏。 加上卫生观念缺失，大街小巷到处

是垃圾，街道污秽不堪［４１］ 。 和平解放后，为防止流

行病传播，党和国家组织群众扫街道、清阴沟、修

厕所，宣传现代医疗知识，改变居民的不良卫生习

惯。 和许多县类似，江孜过去很多人因缺乏医疗

防疫知识而死于传染病，针对这种情况，江孜分工

委成立人民医院，积极开展免费医疗、卫生防疫宣

传等工作，医治急病患者，向上层妇女讲授妇科知

识，经过几年的努力，梅毒、淋病等传染病基本得

到根治，藏族群众初步改变得病后求救僧人通过

念经治病的世俗状况［４２］２７４ － ２７５。 现代医疗技术的

良好诊治效果，使门孜康的上层人士逐渐改变对

驻藏医生的排斥态度，转而积极向人民医院申请

接受学徒；底层病人、僧人也逐渐抛弃过去的成

见，接受现代医疗［４３］ ；有病主动找医生的人日益增

多，甚至那些常年给群众打卦治病的活佛也登门

求医要药，指点打卦的患者到门诊治病［４４］ 。 各地

卫生所除给群众治病外，还利用门诊、群众大会等

时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环境卫生、不随地

大小便、不吃生冷、不吃病畜肉等”常识；受卫生宣

传教育影响，很多群众开挖厕所，积极购买“牙膏、

牙刷等卫生用品”，养成经常打扫卫生和注意个人

卫生的好习惯［４５］。 在学校卫生教育下，学生们积极

配合防疫针注射，从小开始讲卫生、爱清洁。 藏族群

众的现代医疗卫生观念逐步确立。

（三）密切了解放军、医务人员与藏族人民之间

的联系，党和国家的声望不断提高

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同中央政府的关系处于非

正常状态。 西藏和平解放后，党和国家帮助藏族群

众防治传染病，在当地开展普及医疗卫生知识宣传，

逐步消除了民族隔阂，扩大了人民解放军和中央政

府的政治影响。 据统计，１９５３—１９５８ 年全区接种牛

痘 ３４８ ７６７ 人次，藏族占 ９０％ 以上［１２］。 １９５１ 年，解

放军医务人员在昌都两个月治病 １１３７ 人，僧人占

３０％ ［２１］７５。 １９５７ 年 ４ 月，拉萨市人民医院在几天内

为 １０００ 多僧人种了牛痘，还为一些僧人治疗疾病，

接受医疗的僧人表示“一定要为毛主席念经，祈祷

他老人家万寿无疆” ［２８］。 察隅过去流行“恶性疟疾、

痢疾、白喉、伤寒等病”，很多群众为此丧命，日卡干

坝居民甚至全部死亡，解放军抵达后，将防病治病作

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卫生队深入村舍医治病人，

“定期给群众打防疫针”，帮助整理卫生、改造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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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１９５５ 年累计治病 １２ ３６０ 人次，基本遏止了传染

病的传播［４６］。 医务人员的辛勤付出，赢得藏族群众

的交口称赞，被视为“活菩萨”，被亲切称为“毛主席

派来的门巴”。 西藏各地传染病的控制，巩固了民

族团结，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声望。 中央派遣的

医疗队为波密培养出第一代藏族医务人员，给群众

巡回看病、打针预防天花，赢得“神汉医”的美名，很

多藏族群众不无感慨地说：“毛主席派来的神医比

喇嘛还灵，真是救命恩人” ［４２］１９０。 在昌都，解放军医

务人员为藏族群众接种牛痘的行动，获得极大好评。

最先带上孩子接种牛痘的铁宝高兴地称赞“解放军

真是雪里送炭” ［２１］７５。 农奴次登卓玛的妈妈格隆说：

“过去有钱的人才能种这种吉祥痘，我们农奴的孩

子是没有这个福气的。 今天金珠玛米给我的孩子种

了牛痘，带来了大福” ［４７］。 藏族群众与解放军很快

打成一片，密切了汉藏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促进

了民族团结。

四、余论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的传染病防治在全国卫生工

作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展开，是新中国初期民族卫生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后取得良好成效，呈现一定

的区域特性。 就全国范围而言，新中国初期，少数民

族地区普遍存在性病、疟疾、麻疹、天花、痢疾、流行性

脑脊髓膜炎等传染病猖獗现象。 以性病为例，据相关

调查显示，内蒙古、西康、西藏、青海、新疆等地性病患

者“约占（当地）总人口的 ５０％ 左右，个别地方高达

９０％以上” ［４８］１３２。 受习俗观念、生活水平、医疗条件

等因素制约，多数地方存在医务人员缺乏、卫生防疫

事业落后、医疗卫生观念淡薄等问题。 在传染病传播

和严重程度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的疟疾、内

蒙古的鼠疫、新疆的天花等，较西藏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实施举措上，党和国家一方面鼓励卫生人员到少数

民族地区工作；另一方面，为弥补医务人员的不足，中

央除向西藏派遣医疗队、卫生队外，也组织“防疫大

队、民族卫生工作大队等大批医务人员，分赴西南、中

南、内蒙、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 ［４９］１２９，在青海、内蒙

古、西康、云南等地进行巡回医疗，培养民族卫生干

部、开展卫生宣传和疾病防控。 各类举措的推行，在

少数民族地区取得巨大成效。 例如从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到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在康定、道孚、甘

孜等十县共 ２４ 万人口的地区，“出诊和复诊了 １２１ ６００

多人次，使 ４２ ０００ 多病人恢复健康……２１ ５００ 多人种

了牛痘”［５０］。 １９５２ 年贵州全省“接种牛痘 ６３２ 万人，接

受霍乱和伤寒疫苗注射 ５ 万人（份）”［４８］１３４。 截止到

１９５９ 年，“云南、贵州、广西等省、自治区，有不少地区基

本消灭了疟疾”“天花除个别地区外，已近绝迹”［４９］１３０。

鼠疫、黑热病、性病（现症梅毒和淋病）基本上被消灭，

云南省的思茅等县的疟疾发病率由新中国成立前的

８０％ －９０％降低到 １９５９ 年的 ０． ３７％ ［５１］。

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传染病防治工作的迅猛

推进不同，西藏地区呈现逐步推动、不断发展的特

点。 归结原因，一方面在于和平解放后相当一段

时期内旧制度的存在与束缚，另一方面与中央关

于西藏的政策方针有关。 和平解放初期，中央高

度重视西藏工作，执行“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

慎的态度，稳步前进”的方针，指示西藏工委关于

西藏的重要问题均集中由中央解决，甚至“和西藏

人相关的各项工作，每项均须事前报告中央，经过

批准，然后执行” ［１１］６６、７２、８１。 也正由于中央的正确

政策方针，加之西藏人口少、自然环境特殊、国际

地位和地缘战略重要，该时期开展的传染病防治

的政治意义和社会影响也更为突出。 西藏和平解

放初期治疗传染病实践，不仅生动诠释了中国共

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扩大了党和

国家的政治影响，加强了驻藏工作人员、人民解放

军与藏族群众的联系，还增进了藏族群众对党和

国家的认知，在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边

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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